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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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新时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突破“碳锁定”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 2003−2018 年我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检验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探讨了该政策影响碳排放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政策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能够通过优化技术选择、提升财政扶持力

度和提高生活质量三方面促降碳排放，但产业协调对碳排放的影响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得出政策

效果会随着不同的区域位置、不同投入程度的创新驱动要素、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

型城市而产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南方地区、高水平的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更能显著地促降

碳排放。文章扩充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碳排放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该政策对碳

排放的传导途径，对进一步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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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

变暖，严重威胁到人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巴黎协定》

提出了全球气温的控制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0 年向世界承诺努力实现在 2030 年前碳达峰

和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对我国二氧化碳减排进程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推动中国经济

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使得我

国碳减排压力较大。因此，如何促进碳减排，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加工。在发展初期，资源型城市凭借富足的

自然资源有力地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依赖资源所形成的高碳发展模式引发了诸如产业

结构失调、自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缺乏人才吸引力和发展活力，

产生“资源诅咒”效应（Auty，1993）。因此，国务院在 2007 年发布《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于 2013 年颁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以下

简称《规划》），将 126 个城市确立为资源型城市，并提出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内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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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的压力，《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关系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成效以及 2030 年碳达

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实施路径的制定，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化转型至关重要。

作为城市类型的主要代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绿色化转型

（段存儒和曾贤刚，2021）。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估方法主要有构建综合经济、社

会、生态等多方面的指标评价体系（汪涛等，2021）、测算绿色发展绩效值（胡博伟等，2020）等。目

前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在经

济效应上，重点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生态经济的发展（郭爱君等，2017），而减少资源依赖也

有助于提升资源型城市的锁定突破能力。在社会效应上，一方面，劳动力的高流动（Martinus，

2016）和就业结构的变迁（Mitchell 和 O’Neill，2016）能够促进财富分配，提高居民福利水平，进而

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另一方面，行业特征和结构特性会抑制城市可持续发展。以高碳为特征的

资源型行业的不断发展阻碍了收入水平的提升（Douglas 和 Walker，2017），这种结构单一化的发

展模式导致城市的衰落。在环境效应上，部分学者重点考察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Ma 等，

2018），发现科教投入和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白雪洁

等，2014），而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会加剧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魏龙和潘安，2016）。资

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对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阻碍作

用。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效应，特别是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张华明等，

2021）。

在已有文献中，关于资源型城市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部分学者认为资源型城

市的发展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孙秀梅等，2016）。绿色发展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的最终目标（尚勇敏等，2015）。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碳排

放，从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而另有学者却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会增加碳排放（王兴民等，

2020）。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会带来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性和产业结构

的不合理性使得资源型城市的低碳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张维阳等，2012）。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资

源型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特征。一方面，大量资本聚集在具有

高额利润的第二产业，其污染密集属性不仅阻碍了产业优化转型的步伐，也加重了碳排放。另一

方面，原有技术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企业不愿意为使用新技术而额外增加成本（Hou 等，2018），

缺乏发展低碳技术的动力，导致城市的减排工作面临重重考验。

综上，目前的研究较少直接关注资源型城市对碳排放的影响；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评估主要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效率测算展开，较少从政策本身进行分析；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上，较少有从技术选择和生活质量的视角探究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中，较少

对综合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种类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

研究视角层面，将《规划》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规划》对资源型城市碳排

放的影响，提供了《规划》影响碳排放的新证据；第二，在理论机制层面，首先基于产业结构和政

策扶持的角度探究《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技术选择和居民生活质量的角度研究其

政策效应，重点解析《规划》作用于城市碳排放的传导渠道；第三，在研究内容层面，在考虑地理

区位和创新驱动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拓展到同时考察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种类，综合

探究《规划》实施效果的差异性，指明资源型城市未来绿色发展的侧重点。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该结论通过了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规划》主要通过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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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降碳排放，但通过产业协调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小；第三，《规划》的碳减排效应会随着不同

的区域位置、不同投入程度的创新驱动要素、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型城市而产

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南方地区、高水平的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更能显著地促降碳排放，

衰退型资源城市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相比于成长型资源城市更为明显，而森林工业型资源城市

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相比于煤炭型资源城市更为明显。

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模型

构建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为《规划》对碳排放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理

论机制的验证；第六部分是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以本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40%，①

因此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对全国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作用不容小觑。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资源开

发，资源型产业的繁荣发展挤占了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而高利润的特性也促使资本

更多地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型产业，产业结构日趋单一化，致使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模式形

成“路径依赖”（Romanelli 和 Khessina，2005）。高碳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剧了碳锁定效应，是实现

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的重大障碍。

面对我国提出力争实现 2030 年碳达峰以及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资源型城市的碳减排行

动势在必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和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大量排放，其高度依

赖资源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规划》于 2013 年

应运而生。《规划》通过加强重点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设定具体指标等方式对资源型城市的发

展予以引导。此外，已有文献表明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涵盖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选择、政

府财政和居民收入等方面（宋敏等，2016；王东和李玥凝，2017；李虹和邹庆，2018；熊娜等，2021；

张华和丰超，2021）。因此，《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规划》本身可能会对

碳排放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规划》可能通过产业协调效应、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

活质量效应对碳排放产生影响。

首先，《规划》的实施将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当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存在

“倒逼效应”与“倒退效应”两种观点。“倒逼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强制命令、设定节能减排目标等

方式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约束企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生产行为，倒逼企业进行绿色

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模式以降低碳排放（张先锋等，2014）。而“绿色悖论”和“逐底竞争”都会导

致环境规制下的碳排放量上升，即“倒退效应”。“绿色悖论”是指当政府出台控制气候变化的环

境政策（如碳税等）时，化石能源的消费反而出现骤增现象，导致碳排放增加与环境恶化（Sinn，

2008）。而地方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导致环境规制的“逐底效应”（张华，2014），致使碳排放增

加。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以 GDP 考核为主的政府官员评价机制

正在被扭转，环境绩效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因此，目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倒逼作用（王书斌和徐盈之，2015）。为了实现资源型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通过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资源产出率等进行量化，强化了区域的环境

规制力度。这有助于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迫使企业淘汰落后技术，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碳排放，发展清洁生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张    艳、郑贺允、葛力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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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

其次，《规划》可能通过产业协调效应、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从而促

降碳排放。第一，产业协调效应。《规划》强调要加快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培育和发展接续替

代产业，并引导产业向重点园区和集聚区集中，鼓励企业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模式。《规划》

的实施将提升污染要素价格，淘汰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落后产能。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会将生

产要素逐步投入至清洁型产品的生产上（钟茂初等，2015）。《规划》所引致的绿色壁垒阻碍了污

染型厂商的进入，使清洁型企业数目有所增加（郑加梅，2018）。在《规划》的低碳导向下，政府鼓

励服务业、新兴产业等清洁型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促进要素资源在产业之间

的配置，推动不同产业的协调发展。产业集聚推动企业调整自身生产结构，有利于促进资源的高

效利用与生产的集约化。而且由产业集聚所引发的环境治理规模效应有利于抑制当地碳排放的

进一步增加（申伟宁等，2020）。第二，技术选择效应。《规划》提出构建资源型城市的开发秩序约

束机制，严格执行开发准入门槛和管理机制。一方面，治污成本的提高迫使企业缩小生产规模，

劳动力需求有所下降。为了保持原有的产出水平，企业将加强资本深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规

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提升人才吸引力（de Longueville 等，2019），有

利于推动劳动要素的有效流动，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资本劳动比。技术选择体现了资本深化的

程度，能够直观体现出产品的技术密集型特征。资本深化程度的合理加深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利于促降碳排放。另一方面，相关约束机制虽然对部分资本

存量具有“挤出效应”，但也相应地引导剩余资本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向清洁生产型行业，能够

优化资源配置，是对资本深化固有模式的革新（宋德勇和赵菲菲，2018），加强了技术选择效应，有

利于推动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活动，减少生产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表现出抑制碳排

放增长的结果。第三，财政扶持效应。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企业投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重要动

力，也是降低碳排放的资金保障。《规划》指出政府财政资金需要更多地向资源型城市倾斜，强调

政府投资在引导生产要素向接续替代产业集聚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把产业项目更多地布局到

资源型城市。因此，在《规划》的实施下，政府对产业园区的投资行为能够向投资者释放利好信

号，促进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能够促进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与信息交流

（计小青和乔越，2018），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因生产活动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财政资金不仅缓

解了资源型城市的财政压力，有益于提高城市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胡彬和余子然，2021），还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创新压力，分担部分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提升企业改进低碳技术

的主动性。此外，政府环保支出力度的加大能够使社会、企业重视环境保护，促进低碳产品的研

发与使用，进而促降碳排放。第四，生活质量效应。环境污染严重威胁人体健康，阻碍劳动生产

率的提升与居民收入的增加，降低人才吸引力，不利于城市良性发展（Chang 等，2016）。通过设定

城镇与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民生指标以及“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源消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环境指标，《规划》有利于加强对资源型城市

环境的约束与监管，倒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增加居民从环境中获取的福利，

提升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生活质

量的提升，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步转变，低碳消费意识逐渐增强。居民在生活中更倾向使用绿色环

保产品以代替高碳、高能耗产品（Salim 等,2017），有利于促降碳排放。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规划》能够通过产业协调效应、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显著

地促降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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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立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能够较好地识别政策实施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内生性问题，在政策评估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本文使用 DID 模型探究《规划》实施后对

碳排放的政策效果。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把 2013 年国务院颁布的《规划》中 115 个资源型城

市作为实验组，其余的非资源型城市作为控制组，考察两组在《规划》实施前后是否具有显著差

异，具体模型设立如下：

yit = β0+β1didit +β2Xit +αi+λt +εit （1）

yit didit

β1 β1 > 0 β1 < 0

Xit αi λt

其中， 表示被解释变量。 为核心解释变量，是《规划》实施年份与是否为资源型城市的交乘

项，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如果 ，代表《规划》对碳排放具有提升作用，如果 ，代表

《规划》能够减少区域的碳排放。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为城市固定效应， 为年份固定

效应。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碳排放量的计算参考 Chen 等（2020）

的做法，使用 PSO-BP 神经网络算法对 DMSP/OLS 和 NPP/VIIRS 卫星影像的尺度进行统一。将基

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省际能源碳排放拆分至县域层面，进而通过加总至城市层面得到中国 285 个

地级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①

2. 核心解释变量。《规划》颁布的年份与是否为资源型城市的交乘项即为本文的核心解释

变量。由于《规划》于 2013 年 11 月颁布，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滞后性，对资源型城市自 2014 年起

赋值为 1，对非资源型城市都赋值为 0。

3.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本文对以下因素予以控制：消费水平（金晓彤和黄蕊，2017）、工

业化水平（秦蒙等，2016）、人口密度（袁华锡等，2019）、市场化水平（蒋殿春和张宇，2008）、对外开

放程度（朱金鹤和王雅莉，2018）、基础设施和语言多样性（李光勤等，2017）。

4. 机制变量。机制变量包括产业协调效应（韩永辉等，2017）、技术选择效应（毛丰付等，

2012）、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

5.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285 个地级市 2003−2018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上述变量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语言多样性的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语言地图集》

和 《汉语方言大词典》。缺失值统一采用插值法补齐。核心解释变量的数据根据 2013 年国务院

出台的《规划》整理得出。②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co2 碳排放量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计算得到 25.2825 23.2154

did 政策变量 《规划》颁布的年份与是否为资源型城市的交乘项 0.1261 0.3320

consume 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 35.4496 10.0740

张    艳、郑贺允、葛力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

① 具体方法为：首先，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2006 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估算中国省级二

氧化碳排放量。其次，鉴于省级碳排放与夜间灯光数据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 PSO-BP 神经网络算法对其进行测算，输入参数为 DN 值、相

同虚拟变量与年份之和，输出参数为各省份的碳排放量，从而建立各省碳排放量和夜间光照数据（即 DN 值之和）之间的关系，并将 DN 值的总

和作为估算县级碳排放的替代值。最后将其加总至地级市层面，得到 285 个地级市的碳排放数值。

② 详见国务院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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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

组在政策实施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即通过

平行趋势检验。而动态效应检验要求在政策

实 施 之 后 ， 实 验 组 和 控 制 组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

借鉴张华和冯烽（2019）的做法，将政策前一

年作为基准年份进行验证，结果如图 1 所示。

在《规划》实施之前，处理效应的系数值位于

0 值附近，表明两个小组不存在明显差异，平

行趋势检验通过。在《规划》实施之后，处理

效应的系数值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都表现出显著的特征，说明《规划》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

作用。

（二）基准回归

为了研究《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2。《规划》

的系数在整体上为负，表明《规划》对城市的碳排放具有促降作用。以模型（4）为基准，在其他变

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约降低 1.589 2 个单位。资源型

城市可以通过财政扶持、技术进步等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提升锁定突破能

力，假说 1 得以验证。

 

续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industry 工业化水平 工业生产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 130.9712 69.2844

pop 人口密度 地区总人口占该地行政土地面积的比重 425.0919 327.4034

market 市场化水平 私营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45.3488 13.8280

fdi 对外开放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 2.0541 2.3309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 地区城市道路面积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 10.9478 8.1530

fangyan 语言多样性 本城市所拥有的方言种类 1.3263 0.6060

rational 产业协调效应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313.0461 713.6192

tech 技术选择效应 资本存量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 10.0200 5.8106

gov 财政扶持效应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16.4673 9.9908

lnincome 生活质量效应 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值的对数 9.4124 0.488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did −0.3458（−0.4030） 0.1168（0.2644） −4.0809***（−3.6843） −1.5892***（−5.0282）

consume 0.1747***（5.1031） 0.1494***（7.6850） 0.0613（1.6029） −0.0150（−0.7604）

industry 0.0183***（3.6708） 0.0339***（3.8477） −0.0063（−1.1851） −0.0042**（−2.2415）

pop 0.0226***（8.6395） 0.0442***（6.5330） 0.0234***（9.1261） 0.0145***（3.5478）

market −0.0664***（−3.1876） 0.0979***（6.7407） −0.1673***（−7.5646） −0.0213**（−2.4090）

fdi 0.5832***（3.5844） −0.5993***（−5.8605） 1.1191***（6.2370） −0.1637*（−1.7925）

infrastructure 0.8155***（13.6049） 0.5227***（5.3071） 0.6920***（11.6352） 0.252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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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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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合理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如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β̂

β̂ β̂

β̂

1. 安慰剂检验。借鉴宋弘等（2019）的做

法，首先，随机产生一个资源型城市名单，形

成虚假的 。并重复该过程 1 000 次，得到 1 000

个虚假的 。如果虚假的 为 0，表明虚假的

估计变量尚未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即不存

在其他能够影响回归结果的因素。如图 2 所

示，虚假的 位于 0 值附近并且服从正态分

布，表明安慰剂检验通过。

2. 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韩峰和谢锐（2017）的做法，更换了城市碳排放的数据。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I =Cn+Cp+Ce = κEn+γEp+ϕ(η×Ee) （2）

En Ep Ee κ γ ϕ η其中， 、 和 分别表示全社会的天然气用量、液化石油气用量和用电量， 、 、 和 分别表示天

然气的 co2 排放系数、液化石油气的 co2 排放系数、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和煤电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列所示。《规划》对碳排放仍具有显著地促降作

用，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续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fangyan 2.0265***（4.4919） 30.6401***（5.0746） 2.2209***（5.0132） 49.3963***（11.5999）

常数项 −2.6928**（−1.9627） −39.9283***（−5.6496） −2.7303*（−1.7091） −50.0143***（−10.7174）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N 4560 4560 4560 4560

R2 0.2511 0.9296 0.2871 0.9522

　　注： ***、**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是 t 值，下表同。

表 3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剔除资源县

所在地级市
剔除异常值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PSM−DID

（1） （2） （3） （4） （5） （6） （7）

did
−0.0694***

（−2.9397）
−0.1652*

（−1.8236）
−0.7993**

（−2.3275）
−1.5310***

（−4.7465）
−1.7976***

（−5.8070）
−1.5892***

（−5.0282）
−1.6478***

（−5.2154）

L.co2

0.8604***

（69.4197）

co2usedid
−2.6813***

（−4.1227）

airpollutedid
−1.7684

（−1.2107）

常数项
8.7099***

（39.8990）
−7.2650***

（−3.4114）
−54.1461***

（−12.3919）
−49.3973***

（−10.5612）
−49.8232***

（−10.8072）
−48.2459***

（−11.7249）
−48.1924***

（−10.06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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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上一期的碳排放可能通过《规划》的政策效应影响到本期

的碳排放，因此本文将上一期的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3 第

（2）列所示。《规划》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剔除资源县所在地级市。《规划》中涉及的资源型城市涵盖地级市、县级市、县（自治县、

林区）和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为了排除控制组中资源县等的干扰，本文借鉴石大千等

（2018）的做法，删除控制组包含的资源县所在地级市，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3 第（3）列所

示。在剔除资源县所在地级市的样本后，《规划》仍能显著地促降碳排放，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5. 排除异常值干扰。为了排除变量的异常值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对低于

5% 和高于 95% 分位的控制变量分别用 5% 和 95% 分位进行替换，相应结果如表 3 第（4）列所

示。《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证明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6.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由于碳排放交易权政策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都对碳排放予以约束，

使得《规划》的碳减排效果可能受到这两个政策的影响，易导致该政策效应的估计存在偏误。因

此本文分别将碳排放交易权政策与实施时间的交乘项（co2usedid）、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实施时

间的交乘项（airpollutedid）作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第（5）列和第（6）列所示。在考虑上述政

策后，《规划》仍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地促降作用，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7. PSM-DID。为了进一步降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系统性偏差，本文采用 PSM-

DID 的方法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3 第（7）列所示。《规划》的系数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五、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因而本文进一步探究《规划》促降碳排放

的具体路径。上文理论机制部分提出的假设认为，《规划》能够通过产业协调效应、技术选择效

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的途径对碳排放产生作用。为了验证该假设的合理性，本文构

建如下模型：

Mit = α0+α1didit +

N∑
i=1

b j xit +εit （3）

yit = β0+β1 Mit +

N∑
i=1

b j xit +εit （4）

Mit其中， 为机制变量，包括产业协调效应、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式（3）

验证了《规划》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式（4）检验了机制变量对碳排放的作用。具体估计结果见

表 4。

 

续表 3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剔除资源县

所在地级市
剔除异常值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PSM−DID

（1） （2） （3） （4） （5） （6） （7）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560 4 275 3 632 4 560 4 560 4 560 4 496

R2 0.9400 0.9961 0.9525 0.9516 0.9525 0.9522 0.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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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规划》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的机制分析

rational co2 tech co2 gov co2 lnincome co2

（1） （2） （3） （4） （5） （6） （7） （8）

did
0.1242**

（2.0963）
1.0035***

（7.2046）
0.7849***

（2.8766）
0.0371***

（4.2618）

rational
0.1744

（1.6114）

tech
−0.2817***

（−5.6032）

gov
−0.1579***

（−2.6640）

lnincome
−1.8164**

（−2.3889）

常数项
4.7655**

（2.1638）
−51.2485***

（−10.9506）
79.8754***

（30.9061）
−27.8423***

（−4.4635）
−3.9894**

（−2.0634）
−51.0109***

（−11.0941）
8.5403***

（31.7193）
−34.8828***

（−4.75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R2 0.1714 0.9520 0.8774 0.9526 0.7783 0.9530 0.9368 0.9521
 
 

在产业协调效应方面，表 4 第（1）列显示《规划》能够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第（2）列

表明产业结构的协调尚未对碳排放具有明显影响。《规划》提出大力培育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

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发展的协调性。然而，当前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

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高度依赖资源开采与加工的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存在固化现象，突破“路

径依赖”的难度较大。虽然《规划》促使产业结构朝绿色化方向发展，但其碳减排效应大多被高

碳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因而当前产业协调效应难以发挥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

在技术选择效应方面，表 4 第（3）列中，《规划》对技术选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4）列

中，技术选择显著地促降了碳排放。《规划》主张加强资源节约利用并发展深加工产业。这有益

于推动资源型城市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中，加强资本深化的程度，提

高经济发展的集约性，促进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因此，《规划》通过加强资本深化显著促降碳排放。

在财政扶持效应方面，表 4 第（5）列中《规划》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划》提升了地方政府

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扶持力度，第（6）列中财政扶持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对城市的财政支

持有助于促降碳排放。《规划》强调政府需要重点关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并给予其更多的优惠

与资金补贴。当前资源型城市的高碳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城市在技术、产业上的革新与优化。

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够为打破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提供外部动力，减轻城市在突破“锁定困

境”上的资金压力，进而推动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因此，《规划》通过提升财政扶持力度显著

地促降碳排放。

在生活质量效应方面，根据表 4 第（7）列和第（8）列的结果可知，《规划》的实施能够提升居民

的生活质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又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规划》旨在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准入门槛、限制污染物排放量等方式迫使企

业应用低碳技术和进行清洁生产，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进而提升了该地的人才吸引力，居民整体

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居民更加关注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消费理念日

益低碳化，从而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因此，《规划》通过提高生活质量显著地促降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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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规划》能够通过技术选择效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三条路径促降碳

排放，但产业协调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尚不明显。因而假说 2 得到部分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规划》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地理位置、创新驱动因素以及资源型城市

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种类都会影响《规划》对碳排放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具体

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did
−1.5236***

（−4.8553）
−1.4262***

（−4.6008）
−2.3408***

（−6.9268）
−1.8508***

（−4.1764）
16.2232***

（6.1745）
13.4342***

（6.0337）

did×mid
0.6842

（0.8262）

did×west
7.0034***

（6.1180）

did×north
7.2222***

（6.0333）

did×lowtech
1.3243***

（3.4966）

did×lowhuman
0.3309

（0.7180）

did×mature
−4.9537***

（−4.0416）

did×declining
−7.0056***

（−5.6685）

did×reborn
−0.9698

（−0.6582）

did×metallurgy
−2.6205***

（−4.0627）

did×petroleum
−1.4134**

（−2.4559）

did×forest
−3.0062***

（−3.3883）

常数项
−49.2860***

（−10.5777）
−47.5675***

（−9.2833）
−50.1408***

（−10.7716）
−49.9319***

（−10.7119）
110.5335***

（9.9333）
118.5025***

（10.51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560 4 560 4 560 4 560 1 840 1 840

R2 0.9532 0.9535 0.9523 0.9522 0.9335 0.9305
 
 

（一）分东、中、西部的区域异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促使经济实现长效发展，其发展基础远远高

于中部、西部地区。近年来“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

区间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但目前区域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城市，以东部城市作为基准组（did），中部和西部城市分别与其进行交乘（did×mid 和

did×west）并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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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东部城市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规划》在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碳减排效应。相比

于东部城市，《规划》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系数变化表明这两个地区对碳排放的增加存在不同程

度的促进作用。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为产业的转型升

级提供了重要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当地的碳排放不断减少。中部地区

工业基础雄厚，第二产业比重较大，其产生的污染部分抵消了来自东部地区在知识、技术等方面

的“外溢效应”。西部地区是东部和中部地区重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阵地，转移的高污染企业也

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头，减排工作的推进难度较大，导致《规划》难以发挥碳减排效果。

（二）分南、北方的区域异质性

由于存在气候差异，相比于南方，北方地区冬季供暖所产生的燃煤行为可能会影响该区域

的碳排放。为了进一步考察南北方的差异性是否会影响《规划》作用于碳排放的方向，本文将样

本分为南方和北方地区，以南方地区作为基准组（did），将北方地区与其进行交乘（did×north），再

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第（2）列所示。

在南方地区，《规划》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

南方地区的碳排放。相对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规划》系数的变化程度表现出其能够显著地

提高碳排放。南方地区的发展依托于对资本、创新要素的融合，对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小。北方地

区的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占比较大，环境污染严重。且冬季来自于燃烧煤炭的供暖行为也加剧

了环境污染，导致现阶段《规划》在北方地区难以发挥碳减排效应。

（三）分不同程度的创新驱动异质性

科技要素、人才要素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支撑，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考察不同程度的科技投入、人力资本下《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不同，本文使用政府在

科技上的财政支出来表示科技投入，使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人力资本，并将科技投入、

人力资本分为高、低两个阶段。首先把高水平的科技投入作为基准组（did），将低水平科技投入

与其进行交乘（did×lowtech），并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其次，把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视为基准组

（did），将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与其交乘（did×lowhuman），再次进行相应回归。相关结果如表 5 所示

第（3）列和第（4）列所示。

在高水平的科技投入下，《规划》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相比于高水平的科技投

入，在低水平科技投入下，《规划》能够显著地增加碳排放。这表明科技投入越多，节能减排技术

的更新能力越强，越有助于降低区域碳排放。当人力资本较为丰富时，《规划》具有明显的碳减排

效应。而相比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匮乏的人力资本下，《规划》的碳减排效应有所削弱。说明高

素质人才的集聚更有助于促降区域的碳排放。

（四）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异质性

由于资源型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相关产业占 GDP 的比重存在差异，资源禀赋的变化

可能会影响《规划》对碳排放的作用。因此本文根据《规划》将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

衰退型和再生型。以成长型作为基准组（did），将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分别与其进

行交乘（具体变量分别为 did×mature、did×declining 和 did×reborn）。回归结果见表 5 第（5）列。

在成长型资源城市，《规划》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于成长型资源城市，成熟

型、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系数变化表明《规划》在这些城市削弱了碳排放的增长，且衰退型资源城

市的削弱作用更为明显。成长型资源城市的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开发强度大但资源利用效

率低，城市发展缺乏合理规划，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较为宽松等都助长了碳排放的增加。成熟型资

源城市的资源开发呈现稳定状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衰退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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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资源日益枯竭，资源产业占比逐渐下降。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问题，亟需协调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因此相比于成长型资源城市，《规划》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城

市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促降作用。而再生型资源城市摆脱了对资源的依赖，经济发展步入良性

循环，使得其碳减排空间较小，因而表现出《规划》对碳减排不具有明显影响的结果。

（五）分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市异质性

不同资源种类下资源型城市在资源禀赋、产业构成、转型道路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为了探

究《规划》对不同资源类型城市碳排放的具体影响，本文参考 Zeng 等（2016）和孙天阳等（2020）的

划分方法，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种类分为煤炭、冶金、石油和其他、森林工业。把煤炭型资源城市

作为基准组（did），将冶金、石油和其他、森林工业资源型城市分别与其进行交乘（具体变量分别

为 did×metallurgy、did×petroleum 和 did×forest），并进行相应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第（6）列所示。

就煤炭类型资源城市而言，《规划》能够显著地提升碳排放。相比于煤炭类型资源城市，《规

划》在冶金、石油和其他、森林工业类型的资源城市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碳排放的增加，其

中森林工业类型资源城市的促降作用最大。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对环境的污染较大，因而煤炭

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量较大。与煤炭、金属、石油资源相比，作为可再生资源的林业资源更能在

《规划》的指引下提升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抑制碳排放不断增加的趋势。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评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即《规划》）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使用 2003−2018 年

我国 285 个城市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相关分析，主要结论如下：首先，《规划》对碳排放

具有显著的促降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次，《规划》主要通过增强技术选择效

应、财政扶持效应和生活质量效应促降碳排放，但产业协调效应对碳排放并无显著影响；最后，

《规划》的碳减排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异质性。《规划》能够显著地促降东部地区、南方地区、高

水平的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地区的碳排放。就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种类而言，衰

退型资源城市（相比于成长型资源城市）和森林工业型资源城市（相比于煤炭型资源城市）对碳排

放的促降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适当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提高

其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中央政府需要设置合适的环境质量目标，通过考核城市环境质量，倒逼

地方政府积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发展。（2）推动

资本深化的发展，强化要素配置能力。提升科技投入水平和人才吸引力，提高生产水平的技术化

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降低碳排放。（3）进一步加强对资源型

城市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投资的方式，引导生产要素向接续替代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

构，弱化资源型城市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为资源型城市打破“路径依赖”提供强有力的资

金保障。加大科技投入，提升企业研发和使用低碳技术的主动性，为人才引进、企业技术创新提

供良好的社会环境。（4）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绿色消费。政府应大力倡导低碳消费方式，

强化居民的低碳理念意识。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引导居民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企业需要加强

低碳产品的研发力度和供给能力，共同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绿色化转型，进而减少因消费产生

的碳排放。（5）重视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今后《规划》应重

点关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高水平的科技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地区、衰退型资源城市和森林

工业型资源城市，以便更好地发挥《规划》的碳减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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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on Carbon Emissions

Zhang Yan1,  Zheng Heyun1,  Ge Lim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Urumqi 830013,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effect of “carbon lock-in”. The effec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on carbon

emissions is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the economic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DID method to test 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explores the spe-

cific path of the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technology selec-

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Second, the policy can curb carbon emissions by optimizing

technology selection, enhanc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bu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co-

ordin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is not obvious.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the high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declining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growing cities,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the forest industry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coal citie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appropriately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

al regulation, promot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capital deepening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so as to enhanc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e the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contribution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policy is regarded as a quasi-nat-

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ID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re-

source-based cities, providing new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s. Secon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s is firstly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licy support, and further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selec-

tion and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focusing on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policy on carbon emissions.

Third,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pands to simul-

taneously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resource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comprehensively ex-

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effect, and point out the focus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zation； resource-based cities； carbon emissions； 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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